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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促进农村家庭生计可持续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 基于 ＣＦＰＳ 两期整合数据考察正规借贷

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统计结果表明，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集中在 － ０． ４５９ ～ ０． ２２５ 之间，整
体脆弱性水平较低。 相较于非正规借贷家庭，正规借贷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更低。 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

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较高，而非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较低，这两类农村家庭的低额

度正规借贷组中有很大部分家庭的生计可持续能力很高。 回归结果表明，正规借贷额度每提高 １ 个单位，农
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降低 １２． １ 个百分点。 相较于房屋正规借贷额度，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

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降低效果更好。 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屋正规借贷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均可通过

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的转型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但房屋正规借贷在该机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更

大。 据此提出引导农户合理使用正规借贷资金，开发“房贷 ＋ ”金融产品，细化农村金融帮扶策略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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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支持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涉农正规金融机构的使命，也是当前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前沿议

题。 自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２３ 年，连续 ２０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有涉及改善、健全农村金融服务的相关内容，
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正规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血脉，为乡村振兴

建设“供血输氧”，是农村家庭生计可持续的根本所在。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本到财富的转变过程

中，农村正规金融的大力发展并不代表农村家庭生计可持续水平的全面提高。 一方面，农信社等金融

机构在践行“双重目标”时囿于经营成本、盈利能力和大型银行下沉的“挤压效应”等致使其出现了

“使命漂移”问题（温涛和何茜，２０２３） ［１］，存在只起到奉献管理手段而达不到增产增收目标等弊端（沈
红丽，２０２１） ［２］，影响了其对农村的支持作用。 另一方面，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生态环境不稳定，农业基

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对农户的生计可持续能力有一定影响。 且部分农村家庭由于面临教育、医疗和子女

婚嫁等问题会在城市中购买住房，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房贷作为正规借贷的其中一类对家庭生计脆弱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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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 那么，在上述背景下，正规金融发展能否有效降低农村家庭的生计

脆弱性？ 房贷是否对农村家庭的生计可持续能力产生扰动？ 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些问题亟需回答。
在农村正规金融方面，学者们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且成果颇丰。 首先，在金融排斥方面，由于地

理位置、金融机构的利率上限等因素，农村弱势群体、低收入者无法获得同等的金融服务（冯兴元等，
２０１９） ［３］，由此产生的“精英俘获”等问题使得金融服务的益贫性不足，形成了农民的非自愿性排斥

（李建军和韩珣，２０１９） ［４］。 此外，部分农村群体受文化制度、宗教信仰、主观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等因

素的影响而产生了对正规金融的自愿排斥（杨东，２０２２） ［５］。 其次，在金融深化方面，金融机构在利率

市场化的适度竞争过程中不断提升服务广度和深度。 早期，银监会出台的“东西挂钩、城乡挂钩、发达

与欠发达地区挂钩”的挂钩准入等措施（陆智强和熊德平，２０１５） ［６］，使得众多农村类金融机构作为中

国银行业的“第四梯队”服务“三农”（张琳和廉永辉，２０１５） ［７］，小额化、分散化的贷款发放成为该时期

农村正规金融的主要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金融改革以金融市场论和局部知识论相联结，克服

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温涛和何茜，２０２０） ［８］，市场、产业、数字化布局和分层化的农村金融范式为解决农

民融资困境、提高农民生计可持续能力提供了有效路径（黄益平等，２０１８） ［９］。 现阶段，金融通过助力

农产品品牌打造及仓储冷链等促进农产品销售，实现价值增值，形成如“贴息贷款 ＋ 银行 ＋ 农村产权

抵押贷款 ＋产业助力”等一系列金融服务产业扶贫的完整路径（王丽巍和安佳，２０２２） ［１０］；农民的金融

素养和纯收入得到提高、消费和资本投入得到改善（宋全云等，２０１７；陈思等，２０２１） ［１１ ～ １２］，城乡收入差

距明显缩小（赵德起和王世哲，２０２３） ［１３］。 最后，在金融新发展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金融的数字化、
低碳化研究。 金融数字化可以更好地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以及相关产业链的延伸，降低金融服务

成本，实现金融机构对农民“软信息”的更多积累（王修华和赵亚雄，２０２３） ［１４］，分散金融风险，同时农

民的信贷可得性也得到显著提高（叶文辉和龚灵枝，２０２３） ［１５］。 金融低碳化通过深层次、广维度和高

水平的改革使正规金融资源更好地下沉到农村地区，鼓励农民就地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提振农村绿色生计资本的转化效率（金书秦等，２０２２） ［１６］；通过“碳账本”等对有减排贡献的个人进

行记录，带动金融客户群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提高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农村弱势

群体物质资本的增加和自然资本的不减少（杜莉等，２０１３；曾学文和徐拓远，２０２３） ［１７ ～ １８］。 此外，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提出的“金融健康”也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阈，如
胡煦和汪雯羽（２０２３） ［１９］指出，通过将金融健康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可保护金融消费者因反应

不足、“羊群效应”和动物精神等非理性特征而造成的金融行为偏差和不理性行为。
然而，鲜有学者从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视角综合展开研究，相关涉及此类探讨

的内容仅散见于少量文献。 这些研究指出，随着生计重心的转移，银行贷款作为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

缓冲的主要构成（吴孔森等，２０１９） ［２０］１６２，为弱势农户搭建融资通道，金融资本顺势提高，生计脆弱性

会降低（蔡晶晶和吴希，２０１８） ［２１］６６３。 而与上述观点存在分歧的研究则指出，在取得融资后，借贷资金

作为债务使农村家庭置身于高暴露水平的生计风险中，抵御和恢复能力降低（刘伟等，２０１８） ［２２］２０１０，且
富裕农村家庭从市场化环境中受益，贫困农村家庭更多的则是从市场化环境中感受风险，在收不抵支

的情况下，容易陷入“借贷 －还贷 －借贷”的融资怪圈（Ｒａｍｐｒａｓａｄ，２０１９） ［２３］。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与启示，但还有进一步的探讨空间：一是农村家庭

生计脆弱性的研究多以气候变化、扶贫政策和乡村旅游等为出发点展开分析（吴孔森等，２０１９；蔡晶晶

和吴希，２０１８；刘伟等，２０１８） ［２０ ～ ２２］，鲜有文献深入挖掘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且缺

乏正规借贷类型细化后房贷额度差异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二是现有文献多将是否正

规借贷这一政策冲击变量作为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展开分析，相较于正规借贷额度的实证分析，虚
拟变量很难克服有偏估计导致的结果误差，且缺乏正规借贷分类视角下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间接

影响路径的进一步探究。 三是就脆弱性指数评估而言，心理与政策资本作为农户行为决策的重要影

响因素，鲜有文献将其归入生计脆弱性研究内容之中。
鉴于此，本文从正规借贷不同额度的整体效应和分类差异的视角出发，在分析正规借贷额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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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内在机理基础上，使用箱线图分析房屋正规借贷额度差异下农村家

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 采用实证模型探讨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剖析

房屋正规借贷额度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通过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非农化转变继而对生计脆弱

性产生影响的机制，采用内生性检验、控制遗漏变量等方法验证正规借贷资金支持效果的稳健性。 本

研究结论有益于拓宽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影响的研究视阈，为制定针对性的农村正规金融供给

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的生计脆弱性指农村家庭或个人在面对内外部冲击或变更时，由于自身的暴露度、敏感度和适

应性迥异而表现出遭受损失的不平稳状态（Ｓｈａ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２４］。 在“金融活水”持续灌溉农村家庭生

计可持续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家庭基于理性小农特征，在追求边际报酬最大化的过程中，依
据家庭内部资本禀赋和外部资源牵制做出与自身匹配的融资决策（杨晓燕和夏咏，２０２２） ［２５］。 正规借贷

额度、类别及家庭生计活动等差异性运行机制下带来的生计脆弱性结果也会产生不同。
（一）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于传统小农户而言，当获取额度相对较高的正规借贷时，家庭可通过提高子女受教育水平，掌握、
利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装备从事农业的现代化生产，实现现代化、集约化经营（胡凌啸和王亚华，
２０２２） ［２６］，或在具备一定管理和技术条件的小农家庭中帮助其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延长产业链或进入

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环节，进而提高其风险抵御能力，降低生计脆弱性。 于专业大户而言，高额度的

正规借贷可使其引进新技术、升级设备以及拓宽经销渠道等，单位产品的供给成本下降，生产要素投

入比小于产量增加比，收益率得以提高，从而扩大经营规模（马燕妮和霍学喜，２０１７） ［２７］。 此外，通过

融资，专业大户有机会开展多元化经营，降低单一产业的风险集中度，同时借助金融衍生工具规避农

产品价格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 生命周期理论与持久收入假说理论都强调家庭如何进行跨期资源

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 农村家庭可通过信用评级体系的“资源创造”效果更好地融入金融系

统，构建社会资本，以此获取更高的授信额度，提高家庭资产的可转换性和灵活性，从而熨平家庭经济

波动，保持适应自身的发展水平。 基于此，家庭逐步实现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

的积累（伍艳，２０１３） ［２８］，在融资政策、资源禀赋和社会关系的深度交融下，家庭的适应水平和抗风险

能力提高，生计脆弱性降低。
但在关注高额度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其负向作用。

根据债务陷阱理论，高额度的正规借贷可能会使农村家庭陷入债务陷阱，尤其是在金融素养较低、利
率较高、偿还周期较短或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家庭被迫不断“借新还旧”，导致债务累积，可能

会提高其生计脆弱性。 于小农户而言，借贷额度相对较高可能会导致他们承担过大的还款压力，一旦

遇到农作物歉收、自然灾害和大病风险等，容易陷入债务困境（刘西川和江如梦，２０２３） ［２９］，进而提高

生计脆弱性。 于专业大户而言，当借贷额度较高时，可能存在市场信息误判、投资过度和盲目扩张的

风险（王丽霞，２０１８） ［３０］，由于市场参与度深，如果投资项目收益不理想或市场行情逆转，高借贷额度

可能使其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行业周期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庞大的债务负担可能会导致其生

计状况急剧恶化，从而生计脆弱性提高。
尽管上述两种情况可能同时存在，但就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一直以来，融资

不足被认为是阻碍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 而农村家庭借贷资金的合理使用倡导和借贷政策向“适度

规模”的不断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农村家庭对正规借贷资金使用的盲目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生计脆弱性的提高。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１：
Ｈ１：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
（二）不同正规借贷类型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农民安家贷”政策针对农民群体，在提供资金帮助其购房后，家庭的“居”与“业”形式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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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正规借贷使农村家庭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的影响路径如下：一是伴随

着农村婚姻的示范性消费，多地形成了本地新建或城镇购买住房的趋势。 但若是在城镇中购买了住

房，部分农户由于资本禀赋匮乏，即使“城中有房”，也并未到城中居住。 新建或购房后农户生计资本

存量发生转化，银行提供的借贷资金在缓解家庭融资压力的同时会激励农户努力拓展生计活动，家庭

收入渠道多样化，边际收益上升，抗脆弱性能力随之提高。 二是在得到银行金融支持购买城镇住房

后，家庭成员住房模式形成代际分工，父辈大多继续在村里从事农业生产，子代进城生活，在房屋发挥

居住功能的同时，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积累（吕洋和高子茗，２０２４） ［３１］，生计策略更易转向

非农化，此时家庭呈综合发展趋势，抵御风险能力提高，生计脆弱性降低。 三是在上述第二类居住模

式中若家庭有老人生病或者独居，农业生产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老年农业”会随之解体，此时家庭成

员完全转移至购买的城镇住房中，生计策略从“兼业型”到“非农主导型”转变至“非农型”，家庭的生

计场域环境发生变化，养老、教育、医疗及谋生方式趋于稳定化，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提高（王常

伟和顾海英，２０１６） ［３２］，生计脆弱性水平降低。
非房屋正规借贷包括用于生活性消费的医疗、教育等低额贷款和用于生产性消费的创业、规模

经营等高额贷款。 在农村的现实经济环境中，家庭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正规借贷资金一般是政策红

利下为其提供的短期无息贷款，某种意义上来说，小额生活性借贷实际上充当了农户的消费投资角

色（童馨乐等，２０１５） ［３３］ 。 此时，借贷资金作为家庭的“偿还动力”，促使农户努力在后期拓宽收入

来源渠道，在无息阶段尽力还清贷款，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的可能性不大，但
农户的综合禀赋能力是上升的，适应性会逐步提升。 而除低额无息正规贷款外，正规金融机构主要

为农村家庭提供高额的生产性贷款，区别于消费性资金耗损，农户通过高额借贷资金进行规模种植

养殖和生产经营等实现更大程度的价值增值，此时家庭的生计策略更易从传统小农经营向自营工

商业等模式转变（陈思等，２０２１） ［１２］３６。 即使在市场价格变动、产业收入锐减的情况下，由于家庭与

正规金融机构长期建立的信任机制可使农户更易于融资，即家庭有足够能力抵御外来风险冲击。
再加之长期积累的家庭财富与前期购入的预防性储蓄等，适应能力必然较高，即生计脆弱性降低。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２：

Ｈ２：房屋正规借贷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均可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的转变

进而有效降低其生计脆弱性。
（三）房屋正规借贷与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影响差异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进一步讨论房屋正规借贷与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影响差异大小。 事实上，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上述两类机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不同。

房屋正规借贷可综合财富效应、预期压力效应、杠杆效应以及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社会保障效

应。 具体表现为：第一，根据财富效应，贷款购房家庭的财富分配权重提高，财富份额增加，家庭的财

富分布结构得到改善（孟宪春，２０２３） ［３４］。 农户会感到自身资产价值上升，在资产和信心的加持下更

会倾向于非农化生计策略的转型。 第二，相较于其他消费类或周转性贷款，房贷期限较长，还款压力

相对分散，这为家庭提供了更稳定的财务环境和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去尝试和适应非农经营活动，形
成“家庭上移”，抗脆弱性能力会提高（王欧，２０２４） ［３５］。 第三，分税制后的金融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城镇

住房供给（南永清等，２０２０） ［３６］，其实质是降低农村家庭的信贷约束，允许其以较少的自有资本控制较

大的资产规模。 这种杠杆效应刺激了家庭再生产体制的上移，助推了生计策略的非农化转变，进而降

低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而这是非房屋正规借贷所欠缺的。 第四，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住房与教育、
生活环境和工作机会等绑定，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升更有助于农村家庭进城定居，稳定非农就业

（吕丹等，２０２３） ［３７］，减少因农业收入波动带来的风险，家庭的生计脆弱性降低。 综上所述，提出假

设 ３：
Ｈ３：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在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转变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的作

用超过了非房屋正规借贷的资金提供。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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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 ＣＦＰＳ）。 考

虑到自 ２０１９ 年末开始新冠疫情冲击对农村家庭选择贷款与否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本文主要使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两期的数据，其中主要使用 ２０１８ 年的筛选数据做控制变量、测度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

指标。 但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家庭若上期有正规借贷但本期询问时已还清，则会在本期被界定为非正

规借贷家庭。 事实上，上一年或前不久还清贷款，其借贷行为及额度对目前的生计脆弱性结果依然会

产生影响，故本文在对 ２０１８ 年数据进行整理后，将 ２０１８ 年非正规借贷而 ２０１６ 年进行正规借贷的家庭

编码 ｆｉｄ 号进行合并，测度农村家庭两期的正规借贷对其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以规避变量界定和因果

关系上存在的偏差。 文中涉及的指标———村居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由 ２０１４ 年样本 ｉｄ 号匹配所

得。 对数据进行合理清洗后，最终得到 ５９５６ 户农村家庭样本，其中申请并取得正规借贷资金的家庭

有 ９２６ 户（占比为 １５． ５５％ ），且 ９２６ 户家庭中有 ５５９ 户家庭有房屋正规借贷，故文中使用变量“房屋正

规借贷”农村家庭界定，９２６ 户中减去 ５５９ 户房屋正规借贷农村家庭为后文中所指的“非房屋正规借

贷”农村家庭。 此外，工具变量中使用的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２０１９）》。
（二）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ＬＶｉ）。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生计脆弱性的研究，其共

同内涵为个人或家庭面对变化时的风险承受能力。 本文依托经典脆弱性框架“暴露度（ＥＤｉ） － 敏感

度（ＳＤｉ） －适应性（ＡＴｉ）”，首先在对原始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生计脆弱性子

指标的权重 ｗ ｉ，由于在权重确定中有个别指标为负数，通过平移使之归类为结构相对数，则取 ｋ ﹥

ｍａｘ ｜ｗ ｉ ｜ ，相应地，ｗ ｉ ＝ （ｋ ＋ ｗ ｉ） ／ ２ｋ，因为这种调整是通过移轴 － 去负值和映射 － 压缩区间的方式确定

权重相对数，故并不影响权重的作用效果。 其次利用函数模型法来测算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即
ＬＶｉ ＝ （ＥＤｉ － ＡＴｉ） × ＳＤｉ，其中生计脆弱性的取值范围为［ － １，１］，即综合值越接近 １，农村家庭的脆弱

性越高，生计可持续水平越低。
暴露度（ＥＤｉ）通常指农村家庭与系统灾害的接近程度，包括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 所处地区

是否为自然灾害频发区、看病地点的选择和重大事件支出可分别表征家庭受自然灾害①的威胁程度、
享有的社会福利和自身经济承受范围内的支出额度决策，故选取上述三个指标测度其暴露程度。 敏

感度（ＳＤｉ）指农村家庭的生计受到的负面影响。 家庭负担比、生计多样性和当年收入状况可较为可靠

的衡量农户对风险的敏感程度，因此选取以上三个指标测度。 需要说明的是，生计多样性只靠家庭生

计种类赋值较难体现其收入来源的均衡性，因此要根据不同生计策略的收入比重赋予不同权重。 借

鉴 Ｊｏｈｎｙ 等（２０１７） ［３８］ 的研究方法，使用辛普森（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测度农村家庭的生计多样性，具体计算

公式为：Ｓｉｍｐｓｏｎｉ ＝ １ －∑Ｎ
ｋ ＝ １Ｐｅｒｌｉｖｅ２ｉ，ｋ，其中 Ｐｅｒｌｉｖｅｉ，ｋ表示家庭 ｉ 的各项生计策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Ｎ

为家庭的生计策略种类。 该指数的范围界定在［０，１ － １ ／ Ｎ］之间，当家庭收入来源只有一种时指数为

０，随着生计种类增加，单个收入份额比重 Ｐｅｒｌｉｖｅｉ，ｋ下降，指数越接近（１ － １ ／ Ｎ），故辛普森指数越大，家
庭的生计多样化程度越高。 适应性（ＡＴｉ）指农村家庭的自有状态和受损后的恢复能力。 前期学者们

通常用五大生计资本表征，本文在五种生计资本之外补充政策资本和户主的心理资本来衡量，其中，
心理资本更能合理衡量个人福利水准的高低和户主对现有生活水平的综合满意度（李树和陈刚，
２０１５） ［３９］，而政策资本作为家庭的外源性扶持，可为资本积累和扩张提供新空间，实现与政策的“功能

互嵌”。 详细的指标选取、说明及赋值情况如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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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指标说明及赋权

脆弱性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赋值说明 权重

暴露度

自然风险 自然灾害频发区 是否为旱灾、洪涝和冻害等频发区？ 是 ＝ １；否 ＝ ０ ０． ０３６４

社会风险 看病地点的选择
诊所 ＝ １；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 ＝ ２；社区卫生中

心 ／乡镇卫生院 ＝ ３；专科医院 ＝ ４；综合医院 ＝ ５
０． ０４３４

家庭风险 重大事件支出 是否有婚丧嫁娶、搬迁等重大事件支出？ 是 ＝ １；否 ＝ ０ ０． ０２２８

敏感度

家庭敏感度 家庭负担比 家庭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 ０． ０２６６

收入依赖度 生计多样性 由辛普森（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公式计算所得 ０． ０４７５

经济敏感度 家庭收入状况 过去 １２ 个月家庭总收入（元） ０． ０４３８

适应性

自然资本

水源
窖水、雨水 ＝ １；江河湖水、池塘水、山泉水 ＝ ２；井水其他

水 ＝ ３；自来水 ＝ ４；桶装水、纯净水等 ＝ ５
０． ０４５１

人均土地资产 家庭人均拥有的土地资产（元） ０． ０４３２

使用主要能源 柴草 ＝ １；煤炭 ＝ ２；沼气 ＝ ３；天然 ／液化气 ＝ ４；电 ＝ ５ ０． ０３６８

人力资本

户主健康状况 非常不健康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非常健康 ０． ０３３３

家庭教育支出 家庭总教育支出（元） ０． ０４４３

家庭总人口数 家庭总人口数（人） ０． ０４１２

物质资本

居住房屋类型
平房 ／其他房屋 ＝ １；四合院 ＝ ２；单元房 ＝ ３；小楼房 ＝ ４；
别墅 ／联排别墅 ＝ ５

０． ０２３６

耐用消费品总值 家庭实际耐用消费品估值（元） ０． ０３９９

农用机械总值 家庭实际农用机械估值（元） ０． ０３２８

现金及存款总额 家庭拥有现金及存款总额（元） ０． ０３６８

金融资本

商业性保险支出 家庭商业性保险支出总额（元） ０． ０３８５

家庭总金融资产 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元） ０． ０２９６

家庭总房产 家庭拥有房产总价值（元） ０． ０３２３

社会资本

人情礼支出 家庭人情彩礼等支出总额（元） ０． ０４０２

邻居帮忙程度 非常不信任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非常信任 ０． ０４４１

交通通讯费用 家庭交通及通信上网费用总额（元） ０． ０４２４

心理资本
个人生活幸福指数 很不满意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非常满意 ０． ０４８１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很没信心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很有信心 ０． ０５０３

政策资本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是 ＝ １；否 ＝ ０ ０． ０３３９

家庭医疗报销比例 家庭医疗自付花费与医疗总花费占比（％ ） ０． ０４３１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的正规借贷额度。 信贷配给作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普遍现

象，考察对象从家庭的借贷行为过渡至实际借贷额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进一步地，问卷题目分设“您
家欠银行多少万元房贷？”“除房贷外，您家欠银行多少万元贷款？”，为进一步探讨正规借贷类别提供

了契机。 因此，本文根据房屋正规借贷额度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指标的分类来做更深入的分析。
３． 控制变量

参考陈思等（２０２１） ［１２］３８ － ３９和李玉山等（２０２１） ［４０］７０的研究，本文选取了户主性别、最高学历、政治

面貌、婚姻状况、金融素养、家庭打工人口比重、土地流转状况（流入或流出）、与县城的距离、主观风险

态度和对县政府的评价等 １１ 个控制变量以有效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另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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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区域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其中西部省份包括渝、桂、甘、黔、滇、川、陕，中部省份包括鄂、
赣、豫、皖、湘、晋，东部省份包括京、津、沪、浙、闽、鲁、粤、苏、冀，东北省份包括辽、吉、黑。

４． 机制变量

机制变量（生计策略）的设定参考孟维福等（２０２３） ［４１］的选取思路。 具体而言，本文按照农村家庭

相应生计活动的收入占比并结合该生计活动的从业人员多少，将生计活动分为务农主导型、创业主导

型与务工主导型三类，并分别赋值为 １、２ 和 ３。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既包含农村

家庭规模种植养殖等农业生计活动，又包含自营工商业等非农生计活动，故将其赋值为 ２，即本文生计

策略的赋值理念为农村家庭农业主导型向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转变。 由此，若回归结果越正向显

著，则家庭从事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可能性越大。
表 ２ 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２　 变量选取、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生计脆弱性 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测算值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７４

正规借贷额度 从银行的贷款总额（万元） ２． ４７２ １０． ８１５

房屋正规借贷额度 欠银行的房贷总额（万元） １． ６３６ ９． １６５

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 除房贷外，欠银行的贷款总额（万元） ０． ８２４ ４． ９０１

户主性别 男 ＝ １；女 ＝ ０ ０． ５８１ ０． ４９３

户主学历 文盲及半文盲 ＝ １；小学 ＝ ２；初中 ＝ ３；高中 ＝ ４；大专及以上 ＝ ５ ２． ２１５ １． ０７４

共产党员 是 ＝ １；否 ＝ 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６

婚姻状况 在婚 ＝ １；其他 ＝ ０ ０． ８５９ ０． ３４８

金融素养 存款利率回答情况 ／正确 ＝ １；错误 ＝ ０ ０． ０１２ ０． １１３

打工人口比重 家庭外出打工人数与总人数的比值（％ ） ０． １９４ ０． ２８９

土地流出 是 ＝ １；否 ＝ ０ ０． １７６ ０． ３８１

土地流入 是 ＝ １；否 ＝ ０ ０． １１６ ０． ３２１

与县城的距离 村庄到县城的距离（ｋｍ） ５２． ５５１ ３６． ４９４

主观风险态度 风险保守型 ０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风险激进型 １． ０６７ １． ６３９

对县政府的评价
比之前更糟 ＝ １；没有成绩 ＝ ２；没有多大成绩 ＝ ３；有一定成绩 ＝
４；有很大成绩 ＝ ５

３． ４１１ ０． ９６９

区域虚拟变量 村庄所处地区：西部 ＝ １；中部 ＝ ２；东部 ＝ ３；东北 ＝ ４ ２． １３９ １． ０５１

正规金融机构年末

涉农贷款余额
分省份统计的正规金融机构年末涉农贷款余额（千亿元） １２． ６３０ ０． １９２

机制变量：生计策略 务农主导型 ＝ １；创业主导型 ＝ ２；务工主导型 ＝ ３ ２． ０８７ ０． ９６９

（三）模型设定

１． 基准模型设定

为验证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本文设定回归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ＬＶｉ ＝ α１ ＋ βＦｏｒｃｒｅｄｉ ＋ γ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 Ａｒｅａｉ ＋ εｉ （１）

式（１） 中，ＬＶｉ 是农村家庭 ｉ的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数，Ｆｏｒｃｒｅｄｉ 是农村家庭 ｉ的正规借贷额度，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为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家庭和村居特征，Ａｒｅａｉ 为区域分类，α１ 为截距项，εｉ 为随机扰动项。

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估计结果可能受到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

内生性问题的干扰。 一方面，正规借贷额度的高低受到户主特征、风俗习惯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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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村家庭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使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规模扩大，继而又提

高了家庭获得正规借贷资金的可能性。 故本文选择宏观经济指标“省际正规金融机构年末涉农贷

款余额”这个工具变量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年末涉农贷款余额的多少代表金融机构对

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其可直接影响农村家庭的正规借贷额度，但不会对家

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在理论上讲，是一个较

为契合的工具变量。
２． 中介模型设定

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是否会通过影响家庭生计策略的非农化转变继而对其生计脆弱性产生影

响？ 结合理论分析，在式（１）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生计策略渠道构建因果中介效应模型：
Ｌｉｖｓｔｒｓｉ ＝ α２ ＋ δＦｏｒｃｒｅｄｉ ＋ γ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 Ａｒｅａｉ ＋ εｉ （２）
ＬＶｉ ＝ α３ ＋ β′Ｆｏｒｃｒｅｄｉ ＋ μＬｉｖｓｔｒｓｉ ＋ γ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 Ａｒｅａｉ ＋ εｉ （３）
相较式（１），式（２）的被解释变量为中介变量———生计策略（Ｌｉｖｓｔｒｓｉ），式（３）将自变量 Ｆｏｒｃｒｅｄｉ 与

机制变量 Ｌｉｖｓｔｒｓｉ 置入方程右边进行回归。 该影响机制的检验思路为：首先对式（１）进行回归，若 β 显

著，则继续检验式（２），判断自变量 Ｆｏｒｃｒｅｄｉ 是否影响中介变量 Ｌｉｖｓｔｒｓｉ，若式（２）中 δ 显著，则说明存在

间接效应，进而对式（３）进行回归，检验自变量 Ｆｏｒｃｒｅｄｉ 与机制变量 Ｌｉｖｓｔｒｓｉ 对因变量生计脆弱性 ＬＶｉ 的

综合影响，若式（３）中 β′与 μ 均显著，说明存在直接效应。 最后以 δ × μ 与 β′的符号是否一致来判断是

否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根据（δ × μ） ／ β 计算中介效应占比。 同时，为确保检验结果的稳健型，对该实证

模型进行 Ｓｏｂｅｌ 检验，参考马九杰等（２０２１） ［４２］的方法对检验结果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行检验。

四、研究分析与实证结果①

（一）正规借贷及其类型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分析

１． 正规借贷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分析

表 ３　 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比较

正规借贷家庭 非正规借贷家庭 统计值 Ｔ 显著性 Ｐ 值

暴露度 ０． ５００ ０． ５０２ ０． ２４１ ０． ８６１

敏感度 ０． ２６８ ０． ２３６ － ６． ９９６∗∗∗ ０． ０００

适应性 ０． ２７７ ０． ２６９ － ４． ４４１∗ ０． ０５４

生计脆弱性 －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５２ ２． ２７２∗∗∗ ０． 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１０％水平上显著。

本文首先使用描述性统计和独立样本 Ｔ 检验方法来识别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农村家庭的生

计脆弱性情况和差异的显著性。 由表 ３ 可知，相较正规借贷农村家庭，非正规借贷农村家庭的暴露

度增加了 ０． ００２，但由 Ｐ 值可知无显著性改变。 这是因为家庭的暴露水平主要是受外部系统扰动，
其扰动频率、强度、时间等具有不确定性，暴露度的重要决定因子如自然灾害、家庭重大风险支出等

属于正规借贷的事前事件，故理论上来说正规借贷额度对家庭的暴露水平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而

正规借贷家庭的敏感度和适应性相比非正规借贷家庭分别增加了 ０. ０３２、０. ００８，且分别在 １％ 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正规借贷可通过优化农村家庭的资产配置结构、提高投资机会等方式使得

家庭的敏感度和适应性提高。 相比非正规借贷农村家庭的脆弱性指数，正规借贷农村家庭的脆弱

性指数平均值为 － ０. ０５７，更接近 － １，说明正规借贷农村家庭的脆弱性水平更低，具有更好的抵御

和适应能力。 从样本总体来看，生计脆弱性指数集中于 － ０. ４５９ ～ ０. ２２５ 之间，说明农村家庭的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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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性程度总体较低。
２. 房贷差异下正规借贷额度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分析

图 １ 为房屋正规借贷额度与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分组后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箱线图，其
中上四分位数（Ｑ３）与下四分位数（Ｑ１）的直接距离称为四分位距（ＩＱＲ），箱线图中上下边缘外的∗号

表示数值小于（Ｑ１ － １. ５ × ＩＱＲ）或大于（Ｑ３ ＋ １. ５ × ＩＱＲ），为离散值。

　 　 　 　 　 　 　 　 　 图 １ａ　 房屋正规借贷组　 　 　 　 　 　 　 　 　 　 　 　 　 图 １ｂ　 非房屋正规借贷组

图 １　 房贷差异下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比较

由图 １ａ 的房屋正规借贷额度分组来看，农村家庭中高额度借贷组生计脆弱性指数的中位数

偏向上四分位数，端线最长，说明高额度借贷组脆弱性指数呈高位均衡化且波动最大，生计脆弱

性水平较高。 中等借贷额度组生计脆弱性指数的中位数位于箱体中部，说明中等借贷额度组的

脆弱性指数分布较为均衡。 低额度借贷组的四分位距较窄，说明该组的脆弱性指数在上下四分

位数之间的波动程度较小，但该类家庭生计脆弱性指数两级分散且低离群值较多，即有一大部

分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很低。 整体来看，低额度房屋正规借贷组低离群值较多且呈负偏态分

布，高额度与低额度房屋借贷组箱体位置的上四分位更靠近 ０，这是因为，一方面，房贷额度较低

对家庭的其他生计活动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可能存在家庭资金充裕不需要过多的贷款来支付房

贷的情况，故该类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很低，从而低额度借贷组脆弱性指数会出现低离群值

较多的情形；另一方面，低额度借贷组家庭受自有资产的限制致使其脆弱性水平整体较高，而高

额度房贷组受借贷额度和家庭自有资产的分层差异，脆弱性波动幅度必然较高。
由图 １ｂ 的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分组来看，农村家庭中高额度借贷组脆弱性指数的中位数偏

向上四分位，上下截断点距上下四分位很近，说明该组脆弱性指数呈偏态分布且指数波动较小，
整体脆弱性水平较低。 中等额度借贷组生计脆弱性指数的中位数依然居于箱体中部，截断点位

置呈标准分布，说明中等借贷额度的脆弱性指数分布比较均匀。 低额度借贷组生计脆弱性指数

中位数偏上上四分位，低离群值较多，说明该类农村家庭的脆弱性指数呈正偏态分布且有一大

部分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很低。 与房屋正规借贷分组明显不同的是，非房屋正规借贷的高额

度借贷组箱体位置偏下且截断点内数据最集中，这可能是由于非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组的农村

家庭金融资产更为充裕，在取得高额度融资后拥有了创业或进行规模农业生产的资本，在助推

“小农生产”转向“大农经营”的过程中可扩张边际收益，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家庭的生计脆弱性

必然较低。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在回归前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值均在判断标准临界值以内，变量

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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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Ｌｏｇｉｔ ２ＳＬＳ

正规借贷额度
－ ０． １４２∗∗∗ － ０． １１２∗∗∗ － ０． １２１∗∗∗ － １． ９６７∗∗ － １． ２１５∗∗∗

（ － ３． ６８８） （ － ２． ９２２） （ － ３． １７４） （ － ２． ５４９） （ － ６． ５０２）

户主性别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４ － ０． １０７∗ － ０． ００４

（ － ０． ６３４） （ － １． ２７７） （ － １． ９４８） （ － １． ２０９）

户主学历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１７∗∗∗ － ０． ２９１∗∗∗ － ０． ００６

（ － ３． ５７９） （ － ３． ２７５） （ － ２． ９１２） （ － １． ０５５）

共产党员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３１ － ０． ６３８ － ０． ０２４

（ － １． ５１２） （ － １． ５０３） （ － １． ５７９） （ － ０． ６３６）

婚姻状况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９∗∗∗ ０． ７０６∗∗∗ ０． ０２０∗∗∗

（４． ６４９） （４． ５９７） （５． ４３７） （３． ４５０）

金融素养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２∗ ０． １６９ ０． ０３０∗

（１． ２２１） （１． ７５７） （０． ７０５） （１． ９５２）

打工人口比重
－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３３∗∗∗ － ０． ６２９∗∗∗ － ０． ０２５∗∗∗

（ － ５． ３０５） （ － ５． ７１５） （ － ５． ６２７） （ － ３． ８３８）

土地流出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７∗

（１． ５８３） （１． ６５５） （０． ９９９） （１． ９４２）

土地流入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２０３∗∗ ０． ０１３∗∗∗

（２． ４３７） （２． ４６２） （２． ３９１） （２． ５９９）

与县城的距离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１９１ ０． ０１３

（ － ０． ９４９） （０． ２５３） （０． ９００） （１． １５５）

区域虚拟变量 未固定 未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常数项
０． ５９５∗∗∗ ０． ５９８∗∗∗ ０． ６１３∗∗∗ － ０． ０９４ ０． ５６４∗∗∗

（４１４． ９９７） （１３９． ２４８） （１２７． ９３４） （ － ０． ８４６） （９４． ０６７）

Ｒ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表 ４ 为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１） ～ （３）列依次为仅包

含正规借贷额度、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省际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

和区域固定效应，正规借贷额度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说明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可以降低农村家庭的生

计脆弱性。 并且正规借贷额度每提高 １ 个单位，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降低 １２． １ 个百分点。 为

规避被解释变量指标恒定出现的伪回归现象，将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大于均值的样本赋值为

１，小于均值的样本赋值为 ０，使用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做进一步检验，（４）列结果显示，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

仍然在 ５％的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且系数增大至 － １． ９６７。 （５）列为使

用工具变量后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首先，Ｈｕａ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在 １％ 的

显著水平上拒绝了模型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其次，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省域正规金融机构年末涉

农贷款余额在 １％水平上对农村家庭正规借贷额度有显著影响，且 Ｆ 检验值 ２６． ８１ 大于限定的临界值

１６． ３８，表明可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证明了本文所选取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根据（５）列
回归结果可知，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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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 假设 Ｈ１ 得到验证。
２． 不同类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有效改善在前文已得以验证。 但由于金融机构依

据农户自有的要素禀赋对其审批的贷款类别、额度存在不同，家庭的生计脆弱性受影响程度也必然存

在差异。 据此，将正规借贷额度进一步分为“房屋正规借贷额度”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两类，更
深入地剖析不同类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差异性。

表 ５　 不同类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生计脆弱性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生计脆弱性

ＯＬＳ 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Ｌｏｇｉｔ

房屋正规借贷额度
－ ０． １１３∗∗ － ２． ０２２∗∗

（ － ２． ４８７） （ － ２． １７１）

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
－ ０． １３６∗∗

（ － ２． ４０１）
－ １． ８２６

（ － １． ５８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１

　 　 注：∗∗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从表 ５ 的回归结果来看，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在两个回归中均在 ５％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农

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 可见农民在获得新的确定物权之后，除所付出的资金外，对于迁移到城镇中的

家庭来说还会付出包括农地、农业经营权等机会成本，但家庭恩格尔系数及整体开支提高，整体上表

现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周飞舟和王绍琛，２０１５） ［４３］，此时，房贷虽然是“债务”，但同时会作为周转资金

缓解家庭的资金需求。 在拥有新房后，房屋为估值更高的物质资本，家庭的抗外部风险韧性提高，享
有更为便利的公共服务，整体的暴露度水平降低，适应能力增大，脆弱性水平降低。 非房屋正规借贷

额度的 ＯＬＳ 回归结果在 ５％水平上通过负向显著性检验。 这可能是因为，非房屋正规借贷在农村家

庭发展产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或社会网络拓展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最为明显的即为

人力资本强化效应（李玉山等，２０２１） ［４０］７８，这种良性循环特征有助于降低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
总体上就影响系数绝对值大小来看，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越高，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降低效果越

好，即生计可持续水平更高。 说明非房屋正规借贷包括作为医疗教育、投资储备以及突发事件救急的资

金等对家庭生计缓冲、良好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 房屋借贷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高额负债，而
“农民上楼”后收入增幅远小于支出增幅，家庭的财富积累能力下降，在面临生产性融资约束、突发事件

时，该类贷款作为合同约束资金，对家庭进行履约的作用高于缓解其他情形的融资困境的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尽管在分析过程中考虑了除正规借贷外其他可能会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产生影响的因素。 但

在基准回归中并未将所有因素归纳在内，可能会存在估计偏误的情况，故本文尝试使用以下方法进行

稳健性检验。
１． 可能的遗漏变量

除考虑到个人、家庭和区域特征外，进一步选取“户主主观风险态度”和“对本县市政府的评价”
两个指标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主观风险态度是一个独立于经济情景且对家庭中其他人也会产生影

响的非经济变量（Ｋｅｒ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４４］。 户主作为家庭决策行为的主导者，其主观风险态度影响家庭

的生计方式，进而对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起到决定作用；公众作为政府政策实施的直接接受者，其对

政府的评价反映政策的施行效果，是一个衡量政府绩效的有效工具，而政策绩效可反映出农村家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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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受到事前积累禀赋和事后抵抗风险的帮助，即家庭生计可持续水平的提高与否。 由表 ６ 的（１）列控

制主观风险态度，（２）列控制对本县市政府的评价以及（３）列同时控制上述两个变量的估计结果显

示，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依然显著且系数为负。
２． 正规借贷额度 １％缩尾处理

将农村家庭样本中的正规借贷额度进行上下 １％缩尾处理。 正规借贷额度和生计脆弱性分别是存

在偏度的，许多高生计脆弱性家庭拥有的正规借贷额度很低，低生计脆弱性家庭却拥有高额度的正规借

贷资金。 因此，为了避免连续变量极端值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将关注变量正规借贷额度样本进行上下

１％的缩尾处理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６ 的（４）列所示。 结果再次佐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生计脆弱性

（１） （２） （３） （４）

正规借贷额度
－ ０． １１８∗∗∗ － ０． １２７∗∗∗ － ０． １２３∗∗∗ － ０． １４５∗∗∗

（ － ３． ０９０） （ － ３． ３０９） （ － ３． ２２４） （ － ２． ９９６）

主观风险态度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８∗∗

（ － １． ９０７） （ － ２． ００２）

对本县市政府的评价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１７∗∗∗

（ － ２． ８４３） （ － ２． ９０８）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Ｒ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五、进一步分析

（一）基于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作用机制检验

生计策略在房屋正规借贷与生计脆弱性中的作用机制。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房屋正规借贷使

农村家庭的生计场域环境发生变化，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得到相应提升，生计策略更易转向非农

化，生计脆弱性降低。 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检验了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

择和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表 ７ 中（１）列结果系数显著证实存在中介效应。 （２）列结果说明，房屋正规

借贷额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 （３）列中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生计

策略均在 ５％ 、１％的显著水平上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产生负向影响，且方程（２）与（３）中系数 δ 与 μ
的乘积项与方程（３）中系数 β′的符号一致，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因此，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

通过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的转变进而降低了生计脆弱性。
生计策略在非房屋正规借贷与生计脆弱性中的作用机制。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农村家庭使用低

额度非房屋正规借贷资金进行生活性消费，随着额度的提高，将更多地进行生产性消费，生计策略更

易转向非农化，生计脆弱性降低。 表 ７ 中（５）列系数显著说明存在中介效应。 （６）列结果表明，非房

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非农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７）列中非房屋正规

借贷额度和生计策略也均在 ５％ 、１％ 的显著水平上对家庭生计脆弱性产生负向影响，且方程（２）与
（３）中系数 δ 与 μ 的乘积项与方程（３）中系数 β′的符号一致，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因此，非房屋正

规借贷额度的提高通过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的转型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 假设 Ｈ２ 得到验

证。 此外，进一步使用正规金融机构年末涉农贷款余额作为正规借贷额度的工具变量，采用引入工具变

量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稳健型检验。 表 ７ 中（４）列和（８）列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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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问题后，生计策略仍然是正规借贷额度提高有效降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重要中介渠道。
本文进行了 Ｓｏｂｅｌ 检验以保证机制分析的稳健性。 表 ７ 结果显示，当农村家庭有房屋正规借贷资

金时，Ｚ 值统计量为 － ２． ４８１；当有非房屋正规借贷资金时，Ｚ 值统计量为 － １． ６０６。 二者统计意义均显

著，也表明本文的机制分析效果是显著的。 此外，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 ９５％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 ０． ０１５０， － ０．
００２９］和［ － ０． ０１３３， － ０． ０００４］，区间均不包含 ０ 值，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不为 ０。 由此，本文的机制效应

显著性是稳健的。

表 ７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直接影

响效应

因果中

介效应

因果中

介效应

工具变量

中介效应

直接影

响效应

因果中

介效应

因果中

介效应

工具变量

中介效应

生计

脆弱性

生计

策略

生计

脆弱性

生计

脆弱性

生计

脆弱性

生计

策略

生计

脆弱性

生计

脆弱性

房屋正规

借贷额度

－ ０． １１３∗∗

（ － ２． ４８７）
０． ５８６∗∗∗

（３． ５６７）
－ ０． １０６∗∗

（ － ２． ３２８）
－ １． ７６４∗∗∗

（ － ６． ２０４）

生计策略
－ ０． ０１２∗∗∗

（ － ３． ４５３）
－ ０． ００７∗

（ － １． ７５１）

非房屋正规

借贷额度

－ ０． １３６∗∗

（ － ２． ４０１）
０． ３６９∗

（１． ８０６）
－ ０． １３１∗∗

（ － ２． ３２１）
－ ２． ５９０∗∗∗

（ － ５． ８３６）

生计策略
－ ０． ０１３∗∗∗

（ － ３． ５０９）
－ ０． ００９∗∗

（ － ２． １５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区域变量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３７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２ ０． ３７２ ０． ０３４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Ｚ 值 － ２． ４８１ － １． ６０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 ９５％置信度的

中介效应区间
［ － ０． ０１５０， － ０． ００２９］ ［ － ０． ０１３３， － ０． ０００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二）作用机制贡献分解

通过分解上述两条影响机制，房屋正规借贷额度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通过影响家庭的生

计策略进而影响生计脆弱性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０． ００７ 和 －０． ００５。 由表 ８ 结果可知，在房屋正规借贷

额度、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影响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过程中，家庭的生计策略对因果解释链条

的贡献份额分别为 ６． ２８％、３． ５３％。 因此，农村家庭的生计策略是影响其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且由

表 ８ 可知，通过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影响到生计策略非农化继而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产生影响的

中介效应更大，说明房屋正规借贷在该机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更大。 假设 Ｈ３ 得到验证。

表 ８　 作用机制贡献程度分解

作

用

机

制

房屋正规

借贷额度

非房屋正规

借贷额度

房屋正规借贷 －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 －生计脆弱性 中介效应值 中介效应比率

０． ５８６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７ ６． ２８％

非房屋正规借贷 －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 －生计脆弱性 中介效应值 中介效应比率

０． ３６９ －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５ ３． ５３％

　 　 注：中介效应值 ＝ δ × μ，中介效应比率 ＝ 中介效应值 ／ β × １００％ ，其中 β、δ 和 μ 值分别为式（１）、（２）和（３）的相关系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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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ＣＦＰＳ），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

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村家庭整

体的生计脆弱性水平比较低。 正规借贷农村家庭的脆弱性水平更低，具有更好的抵御和适应能力。
第二，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组脆弱性指数表现为高位均衡化，生计脆弱性水平较高，非房屋正规借贷

高额度组脆弱性指数波动较小且整体脆弱性水平相对较低；两类农户的中等额度借贷组脆弱性指数

分布均比较均衡；低额度借贷组脆弱性指数均呈偏态分布且两级分散较为明显，并且有很大部分农村

家庭生计脆弱性水平很低。 第三，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房屋

正规借贷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也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但非房屋正规借贷额

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降低效用更大。 第四，就影响机制而言，房屋正规借贷和非房屋正

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均可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的转型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但房屋正

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非农化产生的影响更明显，在该影响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大。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应重视正规金融在降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方面的效

果。 现阶段大部分农户不论是在进行正规借贷还是使用借贷资金方面都缺乏合理规划，脆弱性水平

分散很明显。 要细致开展金融下沉工作，借助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在农村的推广普及和良好发展，
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正确引导农户合理利用借贷资金。 第二，房贷作为缓冲资金

易使农村家庭的整体福祉增幅放缓。 政府部门要把握发展方向，以房贷为依托，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

禀赋、特色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引导正规金融机构不断加大信贷产品创新，积极开发如“房贷 ＋ 产

业扶贫政策”“房贷 ＋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多类“房贷 ＋ ”金融产品，释放农村家庭的内生动力。 第三，
要监督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支持积极性，对农民的其他类型借贷，如非农创业贷、农业种植养殖贷等

增大补贴力度。 建立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监测机制，并将其作为“防返贫”的重要手段，依据脆弱性等

级细化农村金融帮扶策略，以更好地满足各类农村家庭的差异化发展模式，提升其长期发展能力，从
而提高农民福祉和增强乡村经济韧性。

参考文献：
［１］ 温涛，何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逻辑转换、难点突破与路径选择［ Ｊ］ ． 中国农

村经济，２０２３（１）：９３ － １１４．
［２］ 沈红丽． 正规信贷还是非正规信贷提升了农户家庭福利？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研究［ Ｊ］ ． 现

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３）：７０ － ８２．
［３］ 冯兴元，孙同全，张玉环，等． 农村普惠金融研究［Ｍ］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４］ 李建军，韩珣．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 Ｊ］ ．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９（３）：１２９ － １４８．
［５］ 杨东．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Ｄ］ ．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２０２２．
［６］ 陆智强，熊德平． 金融发展水平、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村镇银行投入资本［Ｊ］ ．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３）：６８

－ ８３．
［７］ 张琳，廉永辉．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研究———基于银行资本补充能力的视角［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５（７）：４２ － ５３．
［８］ 温涛，何茜．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历史方位与现实选择［Ｊ］ ． 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２０（５）：３ － １２．
［９］ 黄益平，王敏，傅秋子，等． 以市场化、产业化和数字化策略重构中国的农村金融［ Ｊ］ ．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８（３）：１０６ － １２４，７．
［１０］ 王丽巍，安佳． 金融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路径选择：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视

角［Ｊ］ ． 兰州学刊，２０２２（１０）：１３１ － １４１．
［１１］ 宋全云，吴雨，尹志超． 金融知识视角下的家庭信贷行为研究［Ｊ］ ． 金融研究，２０１７（６）：９５ － １１０．

·０３·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１２］ 陈思，聂凤英，罗尔呷，等． 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经

验证据［Ｊ］ ．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２１（５）：３５ － ４７．
［１３］ 赵德起，王世哲．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域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分析［Ｊ］ ． 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２３（５）：１３ － ２９．
［１４］ 王修华，赵亚雄．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农户共同富裕———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双重视角［ Ｊ］ ． 经济研

究，２０２３，５８（９）：９８ － １１５．
［１５］ 叶文辉，龚灵枝． 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与展望［Ｊ］ ． 经济问题，２０２３（１２）：４９ － ５７．
［１６］ 金书秦，丁斐，胡钰． 农产品碳标识赋能农业生态价值实现：机理与建议［Ｊ］ ． 改革，２０２２（８）：５７ － ６６．
［１７］ 杜莉，张云，王凤奎． 开发性金融在碳金融体系建构中的引致机制［Ｊ］ ．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４）：１０３ －

１１９，２０６ － ２０７．
［１８］ 曾学文，徐拓远． “共富式”金融的生成逻辑与发展取向———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例

证［Ｊ］ ． 改革，２０２３（２）：９３ － １０４．
［１９］ 胡煦，汪雯羽． 读懂金融健康［Ｍ］ ．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２３．
［２０］ 吴孔森，刘倩，张戬，等． 干旱环境胁迫下民勤绿洲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模式［ Ｊ］ ． 经济地理，２０１９，

３９（１２）：１５７ － １６７．
［２１］ 蔡晶晶，吴希． 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基于社会 － 生态耦合分析视角［ Ｊ］ ． 农业现

代化研究，２０１８，３９（４）：６５４ － ６６４．
［２２］ 刘伟，徐洁，黎洁． 陕南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Ｊ］ ． 资源科学，２０１８，４０（１０）：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４．
［２３］ Ｒａｍｐｒａｓａｄ Ｖ．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ｂｔｅｄｎｅｓ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４６（６）：１２８６ － １３０７．
［２４］ Ｓｈａｈ Ｕ Ｋ，Ｄｕａｌ Ｈ Ｂ，Ｊｏｈｏｎｓｏｎ Ｃ，ｅｔ 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ｎｄｅｘ ｉｎ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ａｎｄ Ｔｏｂａｇｏ［Ｊ］ ． Ｇｅｏｆｏｒｕｍ，２０１３，４７（２）：１２５ － １３７．
［２５］ 杨晓燕，夏咏． 正规金融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效应研究［Ｊ］ ． 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２２，４３（３）：４４４

－ ４５４．
［２６］ 胡凌啸，王亚华．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全球视野与中国方案［ Ｊ］ ． 改革，２０２２（１２）：８９

－ １０１．
［２７］ 马燕妮，霍学喜． 专业化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特征及其决定因素分析———基于不同规模专业化苹果种

植户的对比视角［Ｊ］ ．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７（８）：８１ － ９３．
［２８］ 伍艳． 微型金融发展对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来自秦巴山片区的证据［ Ｊ］ ． 农村经济，

２０１３（１２）：５４ － ５９．
［２９］ 刘西川，江如梦． 小农户抵押担保融合贷款模式创新：机理与条件———基于 ３ 个反担保贷款案例［ Ｊ］ ．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３（６）：１１４ － １３８．
［３０］ 王丽霞． 经营规模与家庭农场投资效率：抑制还是提升？ ［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１８（５）：９８ － １０８，１５８．
［３１］ 吕洋，高子茗． 增质提量：城镇化推进与迁移人口人力资本［ Ｊ］ ．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４，４６（２）：１

－ １５．
［３２］ 王常伟，顾海英． 城镇住房、农地依赖与农户承包权退出［Ｊ］ ． 管理世界，２０１６（９）：５５ － ６９，１８７ － １８８．
［３３］ 童馨乐，李扬，杨向阳． 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农户借贷渠道偏好研究———以全国六省农户调查数据为

例［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１５（６）：７８ － ８７，１３８ － １３９．
［３４］ 孟宪春． 房价对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应对策略［ Ｊ］ ． 经济研究，２０２３，５８（４）：１７１

－ １８９．
［３５］ 王欧．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与乡村发展———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 Ｊ］ ． 中国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４１（１）：１５１ － １７１．
［３６］ 南永清，肖浩然，单文涛． 家庭资产、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升级———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证

据［Ｊ］ ．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２（８）：１ － １５．
·１３·

　 杨晓燕，冯兴元，李睿君：正规金融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基于房贷差异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３７］ 吕丹，白凡，张军涛． 农地财产权益与农民消费：来自就近城乡融合式发展家庭的实证研究［ Ｊ］ ． 中国

软科学，２０２３（６）：１６７ － １７９．
［３８］ Ｊｏｈｎｙ Ｊ，Ｗｉｃｈｍａｎｎ Ｂ，Ｓｗａｌｌｏｗ Ｍ Ｂ．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Ｋｅｒａｌａ，Ｉｎｄｉａ［Ｊ］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９４：３７５ － ３９２．
［３９］ 李树，陈刚． 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 Ｊ］ ． 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５０

（３）：６２ － ７４．
［４０］ 李玉山，卢敏，朱冰洁．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

区的经验分析［Ｊ］ ．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１（５）：６０ － ８２．
［４１］ 孟维福，李莎，刘婧涵，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Ｊ］． 经济问题，２０２３（３）：１０２ －１１１．
［４２］ 马九杰，崔恒瑜，王雪，等． 设立村镇银行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产生“鲶鱼效应”？ ———基于农信机构

贷款数据的检验［Ｊ］ ．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１（９）：５７ － ７９．
［４３］ 周飞舟，王绍琛． 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 Ｊ］ ．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１）：６６ －

８３，２０３．
［４４］ Ｋｅｒｒ Ｓ Ｐ，Ｋｅｒｒ Ｗ Ｒ，Ｄａｌｔｏｎ Ｍ． Ｒｉｓ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Ｔｅａｍ

Ｍｅｍｂｅｒｓ［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９，１１６
（３６）：１７７１２ － １７７１６．

责任编辑、校对：聂莉芹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ａｎ１， ＦＥＮＧ 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２， ＬＩ Ｒｕｉｊｕｎ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８８， 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３２，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９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ｍｏｓ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ＣＦＰ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 ０． ４５９
～ ０． ２２５，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ｓ ｌｏｗ．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ａ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ｈｏｕ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ｎｏｎ － ｈｏｕｓ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Ｍｏｓ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 １ ｕｎｉ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ｎ ｌｉｍｉ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１２．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ｈｏｕｓｅ ｌｏａｎ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 － ｈｏｕｓ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ｎ ｌｉｍ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ｍｉ⁃
ｌｉ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ｈｏｕｓｅ ｌｏａｎ ｌｉｍｉｔ ａｎｄ ｎｏｎ － ｈｏｕｓ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ｎ
ｌｉｍｉｔ ｃａｎ ｂｏ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ｎ － ｒ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ｏｒｍａｌ ｈｏｕｓｅ ｌｏａｎ ｐｌａｙ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ｆａｉｒ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ｈｏｕｓｅ ｌｏａｎ ＋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ａｎ Ｌｉｍｉｔ；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ｌ Ｈｏｕｓｅ
Ｌｏａｎ Ｌｉｍｉｔ；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３·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